
 

 1 

不平衡理论下我国西部环境污染的 

舆论监督问题研究 

王积龙
1 
吴定勇

21
 

（1.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2.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从发展不平衡理论框架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监督主要表现在增长极理论下相对于东部的信

息公开体系的发展不平衡。极化理论下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污染源信息公开的落后，以及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下

行政监督、媒体舆论、传播人才等多方面的发展不充分。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污染舆论染监督不平衡，需要在辽

阔西部扩大国家公园治理范围，建立以 PRTR 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数据库，来突破区域限制以实现全国统一面向污染

监督的舆论场，以三角舆论监督为核心在西部环境污染共治的社会管理上实行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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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引出与理论基础 

西部开发与环境污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经济发展作用于资源、

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也凸显出来。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来看，从 2013 年到 2017 年的 5 年时间里，西部地区 GDP 从 12.7

万亿元增至 17.1 万亿元，年均增速 8.8%，占全国比重由 19.8%提高至 20.0%。西部主要经济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西部一

些省份经济指标甚至长期位居我国前列。[1]然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部开发早期的 2000 年，西部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

18.2%,2007 年为 34%;2010 年西部地区废气总排放占全国比重 27%，占全国增量的 29.3%。[2]同一时期西部固废每年平均排量占

全国排量的 56.4%。2010年，西部固废排放值占全国的 80%以上。 

影子经济、空间分布与舆论监督。环境库兹涅茨（S.Kuznets）曲线[3]揭示，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

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初步提高会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然后经济发展超越某一临界点，人均收入的提高反

而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成本以改善环境质量。其核心作用力在于治理能力的改善，这又建立在技术进步与结构效应基础之上。

这是格劳斯曼（G.Grossman）等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4]从传播学视角来看，治

理模式的创新，无疑是以企业信息公开为基础舆论监督机制的建立。西方学者对于企业环境污染信息公开之监督与管控研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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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指向影子经济（Shadow/Underground E-conomy），因为国家管理部门无法实行税收与监控的经济体，在环境污染方面也容易

避开政府管控和公众舆论监督。有研究认为，在考察环境监控对企业污染的影响时，避开监督的影子经济在环境污染中表现突

出。
[5]
国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影子经济在环境污染中的关键作用。

[6]
因此，必须提高治理能力，让影子回到阳光下。而

这就需要加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舆论监督。 

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监督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内诸多学人通过各种实证研究，如面板门槛模型，证明民族

地区工业污染物排量各项指数相比东部要大很多，指出其与东部外部环境治理上的差距。[7]有研究通过多种推算发现，我国存在

着巨量影子经济，其对环境存在巨大的负面影响。[8]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存

在空间异质性，缺乏监督的企业污染排放与空间分布具有相关性。[9]文献进一步表明，环境规制缺位与影子经济存在交互作用，

导致民族地区环境恶化尤为严重。另有实证分析认为，我国民族地区环境监督与环境规制的完善，将能够有效地降低当地的环

境污染；由于地方政府与影子经济之间存在合谋，故应倡导阳光透明的监督管控。[10]86-97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要对我国西部民

族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环境舆论监督与管控，需要把冈纳·米达尔（G.Myrdal）发展经济学中的发展不平衡理论观点纳入问题分

析的框架中来。[11]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以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与舆论监督作为分析框架，这是纠正我国西部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影子经济环境

污染的传播学方案，其理论基础来自于企业信息公开的社会及政治（socio-political）理论派，[12]该理论主张强制性信息公开

规制对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使企业获得合法性依据获取制度合理性，赢来政府支持获取资源，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等，[13]

并以此推动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促进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二、发展不平衡理论下西部环境污染舆论监督的主要问题 

西部环境污染舆论监督与发展经济[14]中的增长极理论（GrowthPole）与积累性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循环理论存

在因果关系，它们能够帮助本研究分析我国西部环境污染中的舆论监督问题，前者偏向发展的空间维度，后者偏向发展的时间

维度，使经济发展和治理维度互为参考。 

（一）增长极理论下西部环境污染舆论监督空间上的不平衡 

从我国西部环境污染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的现状来看，它是西方经济学中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传播学切入点

在于企业逃离信息公开的监管形成治理模式的落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认为，历时性上的空间概念——区

域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矛盾的根源所在。他提出了经济空间的“增长极”概念，认为经济活动聚集很容易形成空间上不

平等的支配关系，导致经济空间发展的不平衡。[15]佩鲁把熊彼得（J.A.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引入空间发展概念，认为由于

管理和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提升了竞争能力，有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强化了空间聚集增长极的扩张力和对周边的

支配能力，加大不平衡发展。[16]我国优先的东部发展与后起的西部开发所形成的发展不平衡分析，就扎根于此理论基础之上；

环境污染的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是不平衡发展之传播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 

1.增长极理论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舆论监督的不平衡 

西部环境污染与企业环境信息不透明的影子经济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的强度能够直接影

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增加能扩大影子经济的产出规模进而增加污染排放。环境规制在 2001年之后对我国环境污染总体净影响

表现为正，表明不对影子经济进行信息监管与公开，现行环境规制很难有效遏制西部环境污染。从区域分布来看，环境规制的

正向净影响呈现东西部空间聚集差异，正向净影响主要集中于华东和华北等东部区域，西部则与之形成反差。专门研究我国西

部民族地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实证性资料表明，民族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与当地企业合谋导致

影子经济的横行与蔓延，亟须通过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来实行收缴排污税、发放交易许可证等优胜劣汰机制。
[18]95-96

因此，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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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管。本项目传播学研究的逻辑关系示意图参见图 1。 

 

图 1不平衡理论下西部企业环境污染与舆论监督逻辑关系示意图 

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以我国目前最具权威性的 120 个城市污染源监

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1为例，该数据监督记录的地方政府囊括了我国东西南北中的主要区域，以地方政府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

的系统性、完整性、及时性和友好性作为量化指标，与传播学对信息科学性、完整性、及时性与可读性相一致。从西部 12省市

区来看，在 PITI排名的 120个城市中西部城市有 35个，占总数的 29%。地方政府企业污染源信息监管公开的排名数据显示，不

仅有成都、重庆这样的西部大都市（发展极/增长极），也有边疆省份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宁夏石嘴山、新疆克拉玛依这样的少

数民族聚集地。从 10 年来地方政府的企业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平均成绩来看，排名前 30 名的地方政府里没有西部城市；排名

垫底的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在满分 100分的得分中该市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平均分仅为 22.5分。即使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国家环保

重点城市，在整个 120 个地方政府排名中仅排在第 69 位，跟中部湖北宜昌市是差不多的水平，也只有 42 分的平均分。而东部

排名靠前的宁波市 10年平均得分为 74.3分。[17]6-9可见，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

象。 

我国西部地区环境信息监督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国家重点排污企业监督数量上。根据增长极理论，创新企业的推

动作用形成的空间优势称之为“涓流效应”（trickling down），因为增长极注重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作用，鼓励管理与技术创

新，符合社会进步趋势，在空间上达到帕累托最优。
[18]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就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由政府监管的信息公开

到向着企业自主信息披露并接受社会监督的动态发展过程。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2就是环境信息公开从粗放到精确、从碎片到系统

完整的发展过程。重点监控企业是一种动态名录的过渡阶段，从政府监管污染源信息公开到企业法制化、系统化的完整环境信

息公开（如美国的 TRI体系）的中间环节。以国家重点监控废水企业数量来看，2013年有 4994家，且主要集中于华东地区；到

2017年，重点监控废水企业数是 2504家，减少将近一半。目前西部这类企业达到 513家。[19]原因在于东部由于信息公开促使企

业产业结构升级，涉及废水企业数量逐年递减，而西部由于舆论监督体系的落后，重点监控企业数量却在增加。 

2.极化效应下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监督的不平衡 

西部民族地区较之西部其他地区环境舆论监督的不充分，存在西部开发中的“极化效应”。赫希曼（A.Hirschman）把处于

增长极里发达区域对周围不发达区域或者称之为落后地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称之为“极化效应”（Polarization）。[20]极化效应

原因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建立若干种大型推进型企业，形成一个与周围地区隔离的激化地，从而把抽象的地理空间变成一个

具体的有差异的经济空间。极化效应是国际或区域分工与资源配置的结果，也符合我国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在西部大开

发中，由于资本技术过度集中于西部大都市地区，使得西部大都市丧失了使资本技术和产业进一步向落后的民族地区转移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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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产生极化效应。其结果是我国西部大都市地区工业产业及其管理模式极化效应优势更明显，而西部偏远的民族区域工

业企业管理落后，污染现象相对普遍，甚至成为“污染天堂”。这是我国西部环境污染监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 

从我国西部地方政府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来看，存在着明显的内部极化效应与发展不平衡。从 120 个城市污染源监管

信息公开指数 10年来 PITI平均数据排名来看，有明显的内部差异，西部大都市地方政府信息监管水平明显高于周围民族地区。

比如成都市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以平均 52.0分排名在全国排名第 31名，是西部地区排名最高的大都市；自贡以平均 45.7分排在

四川第二位；泸州 38.9 分，南充 37 分逐步减少。再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以平均 42 分排名全国第 69 位，而在西

北边陲的克拉玛依市以 10年均值 22.5分全国排名垫底。[17]5-11东部地区则明显与此不同。比如浙江杭州，10年平均以 62分排名

全国第 5名，而宁波 10年均值 74.3分（全国排名第一）、温州 10年均值 67.8分，均领先于杭州市。再比如江苏省，常州以 10

年均值 63.5分排名全国第 9名、苏州以 10年均值 60.1分全国排名第 17名，都比 10年均值 59.4分、排名全国第 18名的南京

市要高。越往西部，都市的极化现象越严重，偏远民族地区环境信息公开的监督与管理水平就越差，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环境污

染监督不均衡的局面，亟待地方政府监管水平的改善和环境舆论监督的加强。 

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监督的极化现象，又导致东部被淘汰的产业为了降低环境成本而纷纷西迁。以新疆为例，该自治区

2012 年有 239 家企业被列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其中废水企业比上一年增加 13家，废气企业比上一年增加 19家，污水处理企

业比上一年增加 5 家，重金属企业比上一年增加 49 家。[21]到 2017 年，新疆全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总数量增加到 259 家，自治

区重点监控企业 316 家，该区重点监控企业总数量达到 576 家。[22]2014 年以来，我国媒体关于腾格里沙漠排污事件的报道得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三次批示，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一批人受处分，震惊全国。然而直到 2019 年 10 月，还有环保志愿者在腾格里

沙漠发现总面积达 180亩的大面积污染物，该污染物存在了 20年之久一直未处理。这是在新的《环境保护法》实行之后，在中

央开展了几轮环境大督察的背景下发生的。要改变此种局面，亟须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舆论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下西部环境污染监督历时性的发展不充分 

我国西部环境信息公开不足，还来自于发展不平衡的积累性因果循环。积累性因果循环原理是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提出

的，该理论把社会过程理论作为一个动态因果相连的基础，把社会或经济环境内的各种要素看成一个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因

果连结。[23]米尔达尔把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向较高收益率的发达地区聚集的现象称为“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而把资本为了寻求更高边际效应向周围落后地区扩散并带动起发展的现象称为“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24]这

种因果循环理论的核心是二元结构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充分，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而达向成熟。从新闻传播学角度来看，西部环

境污染舆论监督乏力，也是一个长期积累性因果循环的结果，集中表现在地方政府对污染源信息监督积累性的不充分。我国环

保组织从 2010 年开始对全国 20 个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指数（AQTI）进行打分排名，以信息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等作

为评分依据来考察地方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结果发现北京、上海、广州三市 AQTI排在前三。北京空气指数还涵盖了可吸入微粒

物、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详细信息，还有网络、电视、广播、公报等多种形式。西部地区乌鲁木齐、兰州与呼和

浩特等市排名垫底，这三市在 PM2.5、一氧化碳、臭氧、挥发性有机物、铅、汞、二恶英等指标上都是空白，并只有网站这一种

为主的信息公开形式。[25]这种状况具有一定的累积性，经过 6年后，全国 AQTI排名 120个城市中，乌鲁木齐倒数第 118名，更

为偏远的克拉玛依市垫底；兰州和呼和浩特市得分排在第 107 名和 103 名。[26]与东部相比，西部区域内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的

舆论监督不充分非常明显。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累积性舆论监督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人才队伍上。一个面对全国环境新闻记者和环保 NGO 组织人员的滚

雪球调查发现，西部，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环保人才极为稀缺。[27]在法社会学领域，13 年前就有学者指出西部缺少民间环保组

织队伍，并积极倡导通过政策支持来提高社会监督能力。[28] 

从我国目前有舆论监督能力的环保组织来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阿拉善 SEE、自然之友、绿家园、淮河卫士等基本都集中

在东部地区。由于我国环保 NGO 组织创办分支机构不具有政策上的可行性，它们对西部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从地方媒体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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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来看，西部地区也很难有调查性的环境报道，像《贵阳晚报》这样的西部地区市场化报纸，也只能做一些中性的短消

息、会议新闻等，这是由报纸生存的法则所决定的。[29] 

我国民族地区环境污染监督的不充分，导致了积累性的环境污染高成本的现实。有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对象，以

1993—2016 年间该区人均 GDP 为经济指标，以工业固废、废水、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为环境指标，得出环境污染排放指标

增长对人均 GDP 贡献较高（高投入高污染）的结论。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提高公众参与度，发挥多方舆论监督功能，以加快

产业升级与资源有效利用率。[30]根据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理论，地理上集中的企业拥有技术、管理与产业结构上的优

势，通过自身的增长来推动周围区域企业产业的发展，这是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1]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东部

地区企业发展对西部有示范作用。东部地区企业外部监督规制的日益完善，促使企业管理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也

有一些企业西迁以降低环境污染成本。只有在西部环境舆论监督机制完善以后，才可能实现中西部产业充分发展格局下的良性

双向流动。就重污染企业来看，有实证研究指出从我国制药业上市公司先期大规模西迁再到部分逆行交融的趋势，单向度流动

被打破需要产业结构升级，也证明西部民族地区外部规制完善的重要性。[32] 

三、加强西部环境污染舆论监督的路径 

我国西部幅员辽阔、地貌复杂、地广人稀、民族众多、生态功能脆弱，环境保护的舆论监督也要建立在这一特征之上。西

部民族聚居区面积近 600 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西部面积的 90%。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71.46%，并多年

来具有相对稳定性。[33]因此，必须构建适合我国西部的环境舆论监督形式、环境舆论监督机制，以及与东部一体化的信息管理

与监督机制。 

（一）扩大西部国家公园范围以实行保护地制的舆论监督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与国家公园制度的诸多目标不谋而合，即“国家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

护”“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自理能力现代化”等。3目前我国已经试点建立了 11处国家公园，且西部地区发展潜力无穷。在

西部，我国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功能是首要目标，比如对黄河、长江和澜沧江源头的青藏高原“水塔”功能的保护，是我国第

一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首要目标。从西部辽阔的生态空间功能来看，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中上游及其支流的生

态功能保护需要扩大国家公园的规划范围。这几年呼声较高的怒江、青海湖、长江三峡等，因为环境破坏严重，均在考虑通过

国家公园制度来保护其生态功能的原真性。 

西部国家公园另一建设思路，是挖掘整理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来达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目

标。从世界范围内国家公园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民族自然历史遗迹能够被整合成具有文化认同作用的国家公园。[34]西部民族

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国家公园的设置不仅可以保护生态又能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建立国家公园总体方案》中，

明确指出国家公园要“坚持国家代表性”“国民认同度高”“代表国家形象”“彰显中华文明”的方针，为建立我国西部具有

历史文化符号功能的国家公园提供了政策依据。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国家公园的目的不仅是保护生态风景，更重要的是讲

好美国故事，成为美国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35]这颇值得我们借鉴。 

（二）健全三角监督机制推动社会化监督体系创新 

所谓的三角监督就是由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共治的一种模式，治理的理念认为这种社会结构或者秩序不能由外在强加而成，

而是依靠多种利益方相互发生影响互动的结果。这种治理模式是由多种利益参与者共同目标互动支撑而形成的。[36]多元共治之

所以有效，是因为各相关利益主体及时充分地参与到沟通和对话中来，这有助于协调和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环境利益调整、完

善乃至共荣，从而遏制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偏向，[37]调和环境正义，发挥整体功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我国学者王曦进

一步指出这种机制为“三角舆论监督”，主张由政府（监管者、被监督者）—企业（被监管者、被监督者）—第三方团体（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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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者，包括人大、法院、公民和公民团体等），构成三角模型，相互监督。[38]从西方理论来看，公众参与实质为公共审议（public 

deliberation），看似利益方复杂难以达成共识，但却“带来思考知识与判断的能力”，参与者获得“各种问题视角有助于公众

形成自己的意见”，使得“决策过程更具理性与合法性”。
[39]
 

我国西部地区的环境舆论监督需要三角监督机制的创新，以促进各种利益方的沟通、协调与共治。在西部民族地区，代表

本土利益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缺少资金、技术等优势，力量薄弱，在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中难以掌握到较大的话语权和舆论能力，
[40]甚至在一些关键环境舆论监督事件中缺席。针对企业污染的舆论监督需要多层次的公众参与，需要创造条件实现多层次公众

参与，这是西方多方治理的经验所在。[41]为了进一步让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到环境污染的监督当中来，从 2013年开始，环保部与

发改委、银监会、人民银行等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通过公共参与、行政许可、资质评定、财政补贴等

指导各地环境信用评级，通过第三方信用评级结果来促使企业改变污染行为。
[42]
西部民族地区的企业多是与资源利用、低廉生

态成本相关联的企业，通过多方利益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很容易通过信用系统、供应链、政府监督来实现企业的产业升级。

离开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和监督，西部地方政府很容易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上的合谋。 

（三）打破东西部信息监督不平衡、形成统一舆论场的 PRTR制度 

我国东西部地区环境舆论监督不平衡的关键，是缺少一个统一的以数据库为基础的舆论场，建立我国的污染物转移与排放

登记制度（PRTR）可以保障这一统一舆论场的形成。PRTR是指一国/地区（如美国的 TRI）或数国（如欧盟的 E-PRTR，包括欧盟

27 国和不列颠、挪威、冰岛等另外 6 国）[43]统一制作的、记录有害化学品排放与转移的数据库体系。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跨区

域的统一性，将我国西部和东部的企业全部囊括在内，只要涉及有害化学品的排放，信息应悉数收集在内。第二是统一性，包

括统一的有害化学品清单（TRI）与排量有一致规定的指标体系。有害化学品形态包括土壤、水、大气等各种污染物名录都包括

在内。第三是面向公众公开。包括数据库收集的化学品排放和转移数据，以及各种媒体的综合报道，按照涉及的企业定期自主

填报，并一直向公众公开，接受舆论监督。[44] 

在 PRTR 体系中，前提是建立一套有害化学品清单，这是环境舆论监督的指标体系。在污染源信息公开监督的 10 年里，重

金属等工业污染物，以及有毒有害固废的生产、转移、处理和排放等信息基本是空缺的。以 2016—2017年的公众监督记录为例，

全国 120 个城市的范围内，仅沈阳市的企业事业单位有危险化学品公开的信息和事故预案的公布。[45]目前，应在中央环保督察

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分步骤公开有毒有害化学品清单，鼓励公众参与，逐步解决东西部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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